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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美国实体清单制裁为例,构建一个联通个体和企业危机生存反应的配置框架,并提出企业行动策略不

依赖于单一条件,而取决于惯例、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考察探索式惯

例、利用式惯例、技术前瞻性、技术多元化、环境动态性以及政府创新补助等 6 个前因条件的组态效应对企业采

取战斗、转移及休眠策略的因果复杂机制。 研究发现单一因素不是影响企业行动策略的必要条件,并验证了驱

动企业采取战斗策略的政府赋能—技术攻坚型与动态环境—技术攻坚型组态、采取转移策略的平稳环境—市场

迁移型组态及采取休眠策略的政府支持—行动缺失型组态。 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危机应对策略的驱动因素研

究,对企业危机管理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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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action strategies in crisis situations:
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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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U. S. Entity List sanctions as an example to construct a configuration framework that

connects individual and corporate crisis survival responses. It proposes that corporate action strategies do not rely on a

single condition but are determined by the interplay between routines,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Using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the study examines the configurational effects of six antecedent conditions:

exploratory routines, exploitative routines, technological proactiveness,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environmental

dynamism, and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bsidies, on the causal complex mechanisms of enterprises adopting fight, shift,

and hibernation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no single factor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influencing corporate action

strategies. It validates the configurations driving enterprises to adopt fight strategie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empowerment-technology breakthrough and dynamic environment-technology breakthrough configurations; the shift

strategy, represented by the stable environment-market migration configuration; and the hibern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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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zed by the government support-action absence configuration. This study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crisis response strategies and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value for enterprise crisis management.

Key words:supply chain crisis;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survival response; action strategies

　 　 危机通常会出乎意料地到来,其持续时间和

影响难以预测[1]。 在 VUCA 时代,企业正置身于

一个危机四伏的“竞技场”,这些危机不仅源自经

济周期波动、全球地缘政治激荡,还深深植根于全

球化供应链的脆弱性、技术迭代的迅猛以及消费

者偏好的瞬息万变之中。 供应链危机,越来越成

为企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会导致生产停滞、
成本激增、市场份额流失乃至品牌信誉受损的严

重后果,正以其不可预测性和破坏性,考验着每一

个企业的应变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2]。
面对突发性、非线性的供应链危机,企业生产经

营可能会陷入失序状态,这种中断一般难以提前预

见来做到完全避免或减轻威胁[3]。 此时,企业需要

迅速采取应急措施应对突如其来的困境以维持生存

和发展,这种本能的求生反应与个体在面对极端威

胁时是一致的[4]。 Mithani 等[5]将个人对危机的生

存反应应用到组织层面,包括冻结、战斗、转移和

休眠。 在危机发生时,组织会迅速进入一种冻结

状态来校准威胁,并在充分考虑威胁后做出策略

选择。 具体而言,在受危机影响的领域,采取战斗

的企业被发现投资于增长和扩张[6],采取转移的

企业倾向于从这些领域中退出或逃离[7],采取休

眠的企业则会避免重大策略调整[8]。 本文遵循

Mithani 等[5] 的观点,将供应链危机情境下企业行

动策略分为战斗、转移和休眠 3 类。
学界对企业如何应对危机已经开展了广泛讨

论,但对于什么因素影响企业采取这些行动策略

这一现实问题的关注尚且不足[9]。 尽管现有研究

从理论构建层面讨论了这个问题[5],但仍无法解

释这些因素影响企业危机应对的内在机制和复杂

机理。 在危机情境下,企业所采取的行动策略导

向各异,不仅影响着企业的短期生存,而且决定了

其在所属行业的市场布局及技术发展,那么为什

么企业的行动策略呈现出明显差异? 什么因素决

定了他们采取这样的决策? 讨论危机情境下企业

是基于哪些因素来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至关重

要。 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是当前导致中国一些高新

技术企业供应链面临断链的关键事件,极大程度

地破坏了这些企业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能较好

地反映供应链危机背景下的企业行动策略。 因

此,本文以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情境下的中国企业

为例,借鉴 Hällgren 等[4]、Mithani 等[5]的研究成果

将企业的行动策略分为战斗、转移以及休眠 3 个方

面,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fsQCA),揭示探

索式惯例、利用式惯例、技术前瞻性、技术多元化、
环境动态性以及政府创新补助影响企业行动策略

的因果复杂机理。
本文的可能贡献如下:第一,本文结合具体情

境,基于组态视角分析了内外部因素对企业危机

应对策略的复杂影响机制,是对现有理论框架的

补充和验证,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视角;
第二,本文将人类进化的相关见解作为一个框架

来整合组织危机反应的分散研究,立足个体和企

业危机反应的相似性[9],验证了企业采取战斗、转
移以及休眠行动的前因,是对危机管理领域研究

的有益探索;第三,本文验证了单一要素并非决定

企业危机应对的必要条件,为后续研究从多个前

因条件角度讨论组织决策、特别是危机情境下的

组织决策的驱动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框架

(一)个体和企业的危机反应

当面对危机时,个体会不由自主地唤起人类

进化历程中根深蒂固的生存反应,这些反应为讨

论组织如何应对危机及其行动条件提供了基

础[5]。 Mithani 等[5]采用比较发展方法构建了一个

能够联通个体与企业之间相似性的理论模型,使
得理解企业危机反应的性质和条件成为可能。 这

个方法围绕着两个关键因素构建:第一,尽管潜在

的主体要素存在差异,但个体和企业之间存在显

著的相似性,这使得他们采取类似的行为和反应;
第二,行为与反应的相似性可以用来理解不同的

主体要素是如何以相似的方式运行的。 简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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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旦构建了个体和企业之间行为的可比性,那
么与个体要素相关的含义就能够用来推断企业要

素如何产生可比的行为[10]。
举一个原始的例子,一个人与一只猛兽面对

面,个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人类的进化导致个

体对这样的威胁发展出了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反

应:战斗、转移和休眠[11]。 而对危机、威胁以及其

他极端事件的研究证明,企业以多种方式应对危

机,这些方式与个体层面的反应相同[4 - 5]。 当面

临危机时,有些企业会将其视为战略机会[12],利用

收购等手段扩大当地关系[6],并加大投入来提高

行业地位;有些企业可能会选择风险最小的行动

策略,即退出受危机影响的领域[7]。 这包括将业

务转移到其他城市或地区,将资源重新配置到不

受危机损耗的其他市场[13]或完全剥离受影响的业

务[14];有些企业会进入一种休眠状态,通过避免重

大策略调整来降低危机的伤害,而当明确下一步

举措或危机消退时,企业则会恢复正常运行[8]。
尽管反应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企业在面对危机时

表现出的大多数反应是本能的, 与个体是一

致的[5]。
进一步,个体和企业危机反应之间的相似性

有助于理解什么决定了企业选择一种反应而不是

另一种反应。 在危机发生时,威胁信号会通过一

系列神经化学传递至大脑,进而激活交感神经系

统来唤醒身体的反应,包括战斗、转移和休眠[15]。
此时,个体会将能量分配到与有效反应相关的区

域来使身体做好准备。 简单来说,个体对危机的

本能反应与其行为倾向和能量储备密切相关[16]。
尽管这两个潜在机制是人类独有的,但企业也有

类似的惯例和资源,决定了企业在应对危机时的

行动方向及其是否具备实施这个行动所需的能

力[5]。 同时,尽管个体已经具备了反应的动机和

能量,但外部环境会直接改变个体对行动结果和

行为可持续性的判断[17],进而影响其对危机的反

应。 可以用一个直观的例子来解释这个观点:一
个人在面对一只猛兽时产生了逃跑的反应,并具

备相应的能量(如体力)。 此时,如果所处平原,那
么逃跑似乎显得难以成功,个体便可能改变行动

策略。 因此,个体对危机的反应同样取决于其所

处的外部环境,这是企业同样需要考虑的。
上述研究证明个体和企业在面对危机时的反

应是一致的,在两者行为可比性的基础上,个体要

素为解释企业选择哪种反应或行动提供了参照和

借鉴[5, 10]。 因此,本文将供应链危机情境下企业

的行动策略分为战斗、转移与休眠 3 个方面,并从

惯例、资源以及环境 3 个层面讨论企业行动策略的

前因。
(二)研究框架

1. 惯例层面

尽管企业有许多形式的惯例,但在应对危机

时,探索式惯例和利用式惯例是指导企业行动的

主要方面[18]。 虽然两套惯例都提供了企业成长的

机会,但目标有所不同:探索式惯例是指企业通过

探索新技术和新市场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行为

和决策模式,旨在通过对新机会的资源部署来实

现新增长,这使得企业更加灵活,并更有能力重新

定位自己[19]。 这种灵活性和自我再认知的能力降

低了增长风险,使得探索式惯例更发达的企业将

危机视为通过投资扩张、收购和合作来扩大产品

影响力的一种途径[5],这与战斗所对应的反应趋

势一致[6]。 相比之下,利用式惯例则是指企业通

过优化现有资源、改进现有技术和流程来提升效

率和市场地位的行为和决策模式,旨在通过持续

改进和成本控制来维持竞争优势[20]。 由于对成本

的关注以及对控制和优化的偏好,拥有更发达利

用式惯例的企业会将迫在眉睫的危机视为转移的

机会,进而选择离开受影响的行业或领域来规避

风险[21]。 另外,没有建立探索式惯例和利用式惯

例的企业很可能以休眠来应对危机。 他们认为不

作为可以避免许多导致失败的因素,如监管成本、
消费者问题等,并允许他们利用市场和监管的宽

容来度过不确定时期[22]。 这种选择主要取决于企

业对外部环境的不可见性,而这对那些有完善惯

例来指导行动的企业而言几乎是不太可能的[5]。
2. 资源层面

一旦惯例在迫在眉睫的危机中发挥作用,拥
有能够支撑企业执行行动策略的资源就会变得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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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 就美国实体清单制裁而言,技术资源似

乎是企业竞争和生存所必须的,因为制裁封锁了

企业的“卡脖子”技术,这迫使企业就是否继续从

事这个行业或领域做出选择[23]。 技术前瞻性和技

术多元化反映了企业技术资源的深度和广度。 其

中,技术前瞻性是企业技术和创新实力的重要表

征,体现了企业对技术发展趋势的预测和洞察能

力,而技术多元化是指企业所涉及技术基础的多

样化程度,体现了企业在多个市场领域中的布局

和适应能力[24]。 具体而言,想要继续在相关行业

进行战斗的企业需要具备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和

潜力来突破技术封锁。 技术前瞻性较高的企业往

往拥有优越的技术创新模式、高端的技术人才队

伍及有序的技术攻关计划[25],能在危机发生后迅

速将资源投入到相关技术的研发活动当中。 同

时,这类企业通常会开辟出新的技术创新路线[26],
有助于摆脱对现有技术演化路径的依赖以实现技

术突破。 而对于想要转移到其他行业或领域的企

业而言,技术多元化是其布局市场的必要条件。
由于在多个技术领域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储备,技术多元化水平较高的企业能够更灵活地

适应不同市场的需求和环境变化[27],进而在危机

发生后能够快速切入其他市场。 此外,多元的技

术体系能够极大程度地促进企业内部知识的重新

组合,保证企业在进入市场后能够发挥已有技术

的协同效应,并形成核心竞争优势[28]。
3. 环境层面

当企业表现出明确的行动方向并有能力去执

行时,外部环境将成为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关键

因素。 环境动态性是企业环境的关键特征之一,
描述了企业外部环境变化的速度和不确定性程

度,涉及技术发展、客户需求以及市场竞争态势等

外部条件[29],关乎企业在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情境

下战斗与转移所面临的风险和机遇。 在环境动态

性较高时,企业既有的技术和知识结构会被快速

淘汰,使其乏于应对技术与市场变化带来的冲

击[30],增加了技术研发和市场进入的风险。 然而,
高度变化的外部环境同样也蕴含着更多的技术创

新和市场竞争机会[31],有助于企业实现技术突破

或者布局其他市场。 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背后具

有强烈的政治动因,政府支持会通过政策引导和

资源调配等方式,直接影响企业危机情境下的策

略选择。 其中,政府创新补助指政府为鼓励企业

技术创新而提供的资金支持,这种补助不仅缓解

了企业的资金压力,还通过政府信用背书向外传

递了技术认证和监管认证的双重信号以吸引外部

投资者及合作者[32],强化了企业突破技术封锁的

信心和决心。 而没有获得政府创新补助的企业在

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和技术危机时可能会以维护

企业利益为核心展开战略行动,进而选择转移

策略。
基于个体和企业对危机反应的相似性,本文

借鉴个体要素中行为倾向、能量储备以及外部环

境 3 个方面,将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情境下企业行动

策略的前因条件分为惯例、资源以及环境 3 类,包
括探索式惯例、利用式惯例、技术前瞻性、技术多

元化、环境动态性以及政府创新补助,构建了一个

企业危机应对的诱因模型(见图 1)。 为探究这六

个前因条件之间的不同组合与企业战斗、转移及

休眠策略的复杂因果关系,本文采用能同时容纳

多个前因条件的组态方法开展进一步研究工作。

图 1　 企业行动策略的诱因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fsQCA 方法剖析供应链危机情境下

企业行动策略的前因条件,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
组织决策往往由多种因素共同推动,单一特定因

素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可能会受其他因素干扰。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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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传统回归模型仅关注单一变量对结果变量影

响的“净效应”,使得估计结果难以反映组织决策

的真实情况。 QCA 方法则突破了这一限制,能基

于组态视角更好地解释因果变量间多重并发的问

题,符合组织决策研究的现实背景。 第二,QCA 通

过对比和分析不同案例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能
够揭示出隐藏在复杂社会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
同时,QCA 方法对案例数量不作严格限制,尤其适

合通过对中等样本量的典型企业的研究来识别前

因条件中影响组织决策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
对企业管理实践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第三,与其

他方法(如 csQCA 和 mvQCA)相比,fsQCA 可以同

时处理二分类变量和连续变量,能够更好地保留

数据本身的特性并处理有关程度变化或者部分隶

属的问题。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被纳入美国实体清单的中

国 A 股上市公司,具体样本筛选步骤为:首先,通
过人工整理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披露的实体

清单数据,得到受制裁的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共 52
家,时间跨度为 2018 年 8 月—2024 年 5 月;其次,
样本中存在 8 家被制裁后上市的企业,考虑到这类

企业在面临实体清单制裁时的决策环境和其他企

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剔除了这些企业,最终得到

44 家上市公司。
本文搜集了这些企业受实体清单制裁后相关

的年报、半年报及季度报告,重点关注“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 “业务回顾与展望” “财务报告”等部

分。 同时,本文还搜集了企业发布的所有与危机

相关的公告,如业务调整公告、并购公告、融资公

告等,以及权威媒体发布的关于企业应对危机的

新闻报道等相关资料。 进一步,筛选资料中涉及

危机应对、业务调整、市场拓展、技术创新、资源投

入等内容的文本和信息数据,以形成判断企业行

动策略的数据池。 本文的前因变量数据来源于多

个数据库,其中与探索式惯例、利用式惯例、环境

动态性及政府创新补助相关的文本和财务数据均

来自巨潮资讯及上市公司官网披露的企业年报,
与技术前瞻性和技术多元化相关的专利数据来源

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
(三)变量测量与校准

1. 结果变量

借鉴 Mithani 等[5] 的研究将企业行动策略分

为战斗、转移与休眠 3 个方面。 在供应链管理领

域,Sheffi[33]指出 6 个月通常是企业面对供应链危

机时重新调整战略的关键窗口期,企业需要在这

段时间中作出策略转变以保障运营连续性和重塑

竞争优势。 因此,本文将企业被制裁后 6 个月内的

行动策略作为研究对象,将 3 类行动策略视为二分

变量,采取该行动策略的企业赋值为 1,否则为 0。
为准确区分企业的行动策略,本文邀请团队中 3 位

博士生采用背对背的方式对企业行动策略进行分

析。 具体而言,他们需要结合描述企业战斗、转移

及休眠策略的现有研究及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具

体情境,通过整理和分析企业年报、公告及权威媒

体发布的新闻报道等文件数据,对企业行动进行

识别和归类,并借以综合判断企业采取的行动策

略。 当结果出现差异时,通过对企业行动的深入

讨论和数据补充,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具体判断依

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企业行动策略判断依据

相关行动 主要行动目标 行动策略 支撑文献

增加研发投入

强化创新合作

拓展现有市场

突破技术封锁

扩大行业影响

战斗策略
Mithani[6]、Muller 等[34]

Heaton[12]

剥离现有业务 规避危机影响

资源重新配置 布局其他市场

转移策略
Enders 等[14]、Goll 等[21]

Branzei 等[13]

避免重大调整 降低失败风险 休眠策略 Kozhikode[8]

(1)战斗。 如果企业在危机相关领域存在以

下 3 个方面中的任一情况,本文认为这个企业采取

战斗策略。 第一,增加研发投入。 包括增加技术

研发投资,发布技术研发重大计划,引进技术人才

等。 第二,强化创新合作。 包括与外部组织开展

创新合作,设立技术研发合作平台、中心等。 第

三,拓展现有市场。 包括开展企业并购、增资活

动,提高对关键业务的资源投入,推动市场拓展或

营销活动优化等。
(2)转移。 如果企业同时存在以下两个方面

中的情况,本文认为这个企业采取转移策略。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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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剥离现有业务。 指完全剥离受危机影响的业

务模块或子公司。 第二,资源重新配置。 包括增

加对与危机不直接相关的业务领域的投资,与新

业务客户建立合作关系,开展与新业务领域相关

的企业并购活动等。
(3)休眠。 如果企业存在以下情况,本文认为

这个企业采取休眠策略:包括暂停与危机相关的

业务活动、未采取重大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的调

整策略、提出明确的观望态度等。
2. 前因条件

(1) 探索式惯例和利用式惯例。 本文采用

Uotila 等[35]的文本分析法,利用企业年报数据来

测量探索式惯例和利用式惯例。 具体而言,描述

探索式惯例的名词包括探索、搜索、变化、冒险、试
验、灵活性、发掘、革新;描述利用式惯例的名词包

括利用、完善、筛选、生产、效率、选择、执行、实施。
通过统计企业年报中上述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并
取自然对数以衡量探索式惯例和利用式惯例。

(2)技术前瞻性。 一项专利被引用表明它在

某个技术领域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可能为后

续技术开发提供关键的技术基础,这不仅展示了

企业的技术实力,也凸显了其在该技术领域中实

现技术突破的潜在优势[36]。 因此,参照周青等[37]

的研究,以被国内外引用的专利数量测度企业的

技术前瞻性。
(3)技术多元化。 借鉴 Kim 等[24] 的研究,基

于熵指数测度方式,利用发明专利的 IPC 分类号信

息构建技术多元化测度指标。 根据现行国际专利

分类号,发明专利 IPC 分类号包含从高至低的

“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5 个层级。 本文

以发明专利 IPC 分类号前四位符的小类数据计算

企业技术多元化,具体公式如下。

TD = ∑
650

m = 1
PSimt ln

1
PSimt

( ) (1)

式(1)中, TD 指企业技术多元化水平, PSimt

指企业 i 在第 t 年属于 IPC 分类号中 m 小类的专

利数量占所有专利数量的比例。 需要说明的是,
若存在一个发明专利对应多个 IPC 分类号的情况,
则对相应小类皆进行数据统计。 另外,中国发明

专利的 IPC 分类号共计 650 小类,故 m 取值[1,
650]。

(4)环境动态性。 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引起企

业核心业务活动的波动,进而导致销售收入的波

动变化。 参考李宇等[38] 的研究,采用最小二乘法

(OLS)运行公式(2)估计企业过去五年的非正常

销售收入,以剔除销售收入中稳定成长部分的

影响。
Sale = φ0 + φ1Year + ε (2)

式(2)中, Sale 为销售收入; Year 为年度变

量,从过去第四年至当前年度分别取值为 1 ~ 5; ε
为非正常销售收入。 随后,计算企业过去五年非

正常销售收入的标准差,并除以过去 5 年销售收入

的平均值得到环境动态性。
(5)政府创新补助。 上市公司获得政府创新

补助的信息披露在公司年报财务报表附注“营业

外收入”科目下的“政府补助明细”当中,但缺乏统

一的披露形式。 参照郭玥[32] 的研究,运用“关键

词检索”法搜索政府补助明细中的具体项目名称,
进而确定符合创新补助范畴的项目,通过加总得

到政府创新补助总额。 创新补助项目关键词确定

标准如下:第一,有关技术创新的关键词,如政府

补助明细项目中出现“研发”“创新”“科技”“技术

开发”等;第二,有关政府科技支持创新政策的关

键词,如“高新技术企业”“火炬计划”“瞪羚企业”
“标准化战略”等;第三,有关企业创新成果的关键

词,如“发明专利”“著作权”“知识产权”等;第四,
有关创新人才及技术合作的关键词,如“引才引

智”“博士实验室” “巨人计划” “对外合作”等;第
五,有关高新技术或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专有

名词,如与电子信息技术研发有关的“集成系统”
“机器人”“传感”等。 最后,用政府创新补助总额

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的政府创新补助

水平。
3. 结果与条件的校准

在进行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前,对结果变量

和前因条件进行校准。 由于本文的结果和条件目

前缺乏较为公认的校准依据,因此采用直接校准

法,以四分位点作为锚点将连续变量的完全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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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点的锚点值分别设为样本

数据的 75% 、50% 和 25% 分位数值[39],校准结果

如表 2 所示。 此外,为避免前因条件的案例隶属度

恰好等于 0. 5 导致的组态归属问题,本文将 0. 5 隶

属度改为 0. 499[40]。
表 2　 结果变量与前因条件的校准

研究变量
锚点

完全隶属点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点

结果变量

战斗 1 - 0
转移 1 - 0
休眠 1 - 0

前因条件

探索式惯例 3. 829 3. 714 3. 434
利用式惯例 5. 656 5. 412 5. 236
技术前瞻性 559. 000 203. 000 83. 000
技术多元化 3. 267 2. 655 1. 951
环境动态性 0. 178 0. 112 0. 053

政府创新补助 0. 000 29 0. 000 01 0. 000 00

三、结果分析

(一)必要条件分析

本文采用 QCA 方法分析单个前因条件对企业

行动策略的必要性,结果如表 3 所示。 可见,所有

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均低于 0. 9,这说明各个单独的

前因条件对企业行动策略的解释力度较弱,需要

进一步考察条件组态的复杂影响。
表 3　 单个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变量 战斗 ~ 战斗 转移 ~ 转移 休眠 ~ 休眠

探索式惯例 0. 869 0. 139 0. 486 0. 502 0. 129 0. 645
~ 探索式惯例 0. 131 0. 861 0. 514 0. 498 0. 871 0. 355
利用式惯例 0. 498 0. 486 0. 869 0. 240 0. 122 0. 642
~ 利用式惯例 0. 502 0. 514 0. 131 0. 760 0. 878 0. 358
技术前瞻性 0. 598 0. 397 0. 536 0. 468 0. 399 0. 534
~ 技术前瞻性 0. 402 0. 603 0. 464 0. 532 0. 601 0. 466
技术多元化 0. 461 0. 562 0. 600 0. 454 0. 519 0. 509
~ 技术多元化 0. 539 0. 438 0. 400 0. 546 0. 481 0. 491
环境动态性 0. 436 0. 571 0. 400 0. 576 0. 619 0. 459
~ 环境动态性 0. 564 0. 429 0. 600 0. 424 0. 381 0. 541
政府创新补助 0. 483 0. 411 0. 319 0. 531 0. 550 0. 404
~ 政府创新补助 0. 517 0. 589 0. 681 0. 469 0. 450 0. 596

(二)条件组态分析

本文将案例频数阈值、原始一致性阈值及 PRI
一致性阈值分别设置为 1、0. 8 和 0. 7[39],采用

fsQCA 方法开展企业行动策略的组态分析。 通过

简约解和中间解的嵌套关系对比来区分每个解的

核心和边缘条件[41],本文发现了企业采取战斗

(A1、A2)、转移(B1、B2)及休眠(C1)策略的 5 种

条件组态,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结合美国实体清

单制裁的具体情境,本文将企业行动策略的前因

条件与行动目标结合对组态进行命名。 其中,战
斗策略组态为探索式惯例和技术前瞻性联合驱

动,描述了企业想要并有能力在相关行业突破技

术封锁的情境,因此命名为技术攻坚型;转移策略

组态为利用式惯例和技术多元化联合驱动,描述

了企业想要并有能力转移至其他行业或领域进行

市场布局的情境,因此命名为市场迁移型;休眠策

略组态则不存在惯例与资源的对应组合,因此命

名为行动缺失型。
表 4　 企业行动策略的组态结果

变量
战斗 转移 休眠

A1 A2 B1 B2 C1
探索式惯例 ● ● 􀱋 􀱋
利用式惯例 ● 􀱋 ● ● 􀱋
技术前瞻性 ● ● 􀱋 􀱋

技术多元化 􀱋 􀱋 ● ● ●
环境动态性 ● 􀱋 􀱋

政府创新补助 ● 􀱋 􀱋 􀱋 ●
一致性 0. 848 0. 837 0. 859 0. 880 0. 883

原始覆盖度 0. 162 0. 091 0. 186 0. 239 0. 236
唯一覆盖度 0. 127 0. 056 0. 071 0. 125 0. 070

总体解的一致性 0. 871 0. 886 0. 891
总体解的覆盖度 0. 218 0. 310 0. 326

注:● = 核心条件存在;􀱋 = 核心条件缺失;● = 边缘条件存在;􀱋 =
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该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1. 战斗策略组态

组态 A1:政府赋能—技术攻坚型。 指以高探

索式惯例、高利用式惯例、高技术前瞻性、非高技

术多元化为核心条件,高政府创新补助为边缘条

件的特征组合可以驱动企业采取战斗策略。 这呈

现出了这样一种情境:企业虽然具备足够的动机

(高探索式惯例、高利用式惯例)来采取战略行动,
但由于自身资源有限(高技术前瞻性、低技术多元

化),因此难以做出转移决策。 在此基础上,政府

创新补助进一步增强了企业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

和外部合作意愿[32],使得无论外部环境是否存在

高度的不确定性,企业仍会选择战斗策略。
组态 A2:动态环境—技术攻坚型。 指以高探

索式惯例、高技术前瞻性、非高技术多元化、高环

境动态性、非高政府创新补助为核心条件,非高利

用式惯例为边缘条件的特征组合可以驱动企业采

取战斗策略。 这一组态反映了当企业具备进行战

斗的动机和资源时(高探索式惯例、高技术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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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度变化的外部环境会进一步促使企业采取

战斗策略。 与组态 A1 相比,虽然这类企业尚未得

到政府的有力支持,但探索式惯例使得企业更倾

向于把握动态环境中的技术创新机会[42],进而推

动企业在环境动态性较高的情境下采取战斗

策略。
2. 转移策略组态

组态 B1、B2:平稳环境—市场迁移型。 B1 指

以高利用式惯例、非高技术前瞻性、非高环境动态

性、非高政府创新补助为核心条件,高技术多元化

为边缘条件的特征组合可以驱动企业采取转移策

略。 这一组态表明当外部环境较为稳定时,具备

进行转移的动机和资源的企业(高利用式惯例、高
技术多元化)会选择转移策略,这与组态 B2 类似

(以非高探索式惯例、高利用式惯例、高技术多元

化、非高环境动态性、非高政府创新补助为核心条

件)。 这两类企业均未同时具备实施战斗所需的

动机和资源(高探索式惯例、高技术前瞻性)、及获

得政府创新补助的支持。 在此基础上,利用式惯

例使得企业更关注外部市场中的潜在风险和不确

定性[43],进而促进企业在环境动态性较低的情境

下采取转移策略。
3. 休眠策略组态

组态 C1:政府支持—行动缺失型。 指以非高

探索式惯例、非高利用式惯例、高技术多元化、高
政府创新补助为核心条件,非高技术前瞻性为边

缘条件的特征组合可以驱动企业采取休眠策略。
这反映出在没有完善的惯例来指导行动、且技术

前瞻性不高的条件下,企业主要基于对多元技术

的考量,并借助政府支持来实施休眠策略。 深入

来讲,休眠主要为了等待转移的时机或危机消

退[44],但对美国实体清单制裁而言,后者似乎是不

太可能的。 因此,广泛的技术领域知识(高技术多

元化)是企业选择休眠策略所考虑的重要因素。
同时,由于利用式惯例的缺失和休眠可能带来的

资源限制,企业还需借助政府创新补助来不断完

善多元技术体系以随时把握转移的时机。
4. 条件组态的横向对比分析

通过对企业战斗、转移及休眠策略的条件组

态的横向对比分析发现。 第一,惯例层面的前因

条件对企业制定行动策略至关重要,在 5 个条件组

态中均作为核心条件。 同时,惯例是决定企业是

否采取重大行动的首要驱动因素,拥有高探索式

惯例或高利用式惯例的企业会采取战斗或转移策

略(A1、A2、B1、B2),而缺乏惯例指导的企业则会

进入休眠状态(C1)。 第二,资源层面的前因条件

对三种行动策略表现出较强的针对性,高技术前

瞻性仅出现在战斗策略的条件组态中(A1、A2),
高技术多元化则主要出现在转移和休眠策略的条

件组态中(B1、B2、C1)。 第三,环境层面的前因条

件在不同行动策略间具有显著差异性。 对采取战

斗策略的企业而言,高环境动态性和高政府创新

补助具有替代作用(A1、A2);对采取转移策略的

企业而言,要求环境动态性较低且未获得高政府

创新补助(B1、B2);对采取休眠策略的企业而言,
高政府创新补助是必要的(C1)。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基于集合论方法的特征开展稳健性检

验。 第一,将 PRI 阈值从 0. 70 提升到 0. 75[45],得
到的组态与现有组态基本一致;第二,将一致性阈

值从 0. 8 降为 0. 78[46],产生的 7 个组态与现有组

态的 5 个解基本一致。 以上稳健性检验证明本文

结果比较稳健。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基于个体和企业危机反应的相似性,采
用 fsQCA 方法分析了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情境下中

国上市公司行动策略的条件组态。 研究发现惯

例、资源及环境层面的单一要素均不构成企业行

动策略的必要条件,这说明对该情境下组织决策

的驱动因素研究需考虑前因条件的多重并发问

题。 进一步,本文识别了企业行动策略的 5 种条件

组态,包括驱动企业采取战斗策略的政府赋能—
技术攻坚型与动态环境—技术攻坚型组态,采取

转移策略的平稳环境—市场迁移型组态及采取休

眠策略的政府支持—行动缺失型组态。 这反映出

由于惯例、资源和环境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将采取

截然不同的危机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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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从数据分析视角考察企业危机应

对策略的前因条件,是对现有理论研究的补充和

验证。 一方面,尽管现有研究对危机情境下企业

行动策略的驱动因素进行了讨论,但主要停留在

理论构建层面[5]。 本文结合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

具体情境检验了企业行动策略的前因,是对现有

理论框架的有益探索。 另一方面,本文以一种整

体性的组态视角,发现了影响企业危机生存反应

的多种等效路径,证实了企业在危机发生后采取

行动策略的因果关系的组合性,在一定程度上打

开了内外部因素驱动企业危机应对的黑匣子,为
相关研究提供了基于组态视角的全新思路和

方法。
第二,本文立足个体和企业危机反应的相似

性,分析企业如何应对危机及其行动条件,是对危

机管理领域研究的有益探索。 虽然现有文献就企

业危机应对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但对面临生命威

胁事件的企业生存反应的理解仍相当有限[5]。 由

于企业往往依赖于与个人相似的偏好来应对危

机[47],本文基于比较发展方法将人类进化反应作

为一个框架来整合企业应对危机的分散研究,验
证了危机情境下惯例、资源及环境要素与企业战

斗、转移及休眠策略的因果复杂关系。 这项研究

呼吁了将个人和组织危机反应关联起来的号

召[9],并有助于整合我们对组织应对危机的

理解[4]。
第三,本文发现单一要素并不是驱动企业行

动策略的必要条件。 虽然现有研究指出探索式惯

例会驱使企业在发生地震等重大灾难时努力扩大

对消费者的吸引力[6],利用式惯例较高的企业则

会无视危机性质而选择离开受影响的地区[7]。 但

本文的研究发现单个前因条件无法完全解释危机

情境下企业的行动策略,说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

替代或互补作用,因此需要更加系统地分析前因

条件的复杂作用机制。 如 A1 体现出政府创新补

助对企业战斗策略有重要作用,但 B2 则显示在缺

乏政府创新补助的情况下,高环境动态性也能推

动具备战斗动机和能力的企业采取战斗策略。

(三)实践启示

就企业而言,在面对危机时,具备较高探索式

惯例和技术前瞻性,且能获得外部环境中的创新

机会或资金支持的企业应采取战斗策略;具备较

高利用式惯例和技术多元化,且身处平稳环境的

企业应采取转移策略;缺乏完善的组织惯例,但拥

有较高技术多元化能力及政府创新补助的企业应

采取休眠策略。 但从长远来看,企业想要克服卡

脖子技术并维持既有业务发展,采取战斗策略是

更为根本的出路。 因此,企业在未来应积极塑造

探索式惯例,增强对技术变化的敏感度,以便在动

态环境中把握创新机会。 同时,企业还应注重提

升技术前瞻性,通过持续的技术研发投入和创新

合作来提升创新实力。 只有这样,企业才能面临

危机时迎难而上,并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更有利

的地位。
就政府而言,应重点支持具备战斗动机和能

力的企业,同时培养和鼓励更多企业在面对危机

时主动采取战斗策略。 对于具备较高探索式惯

例和技术前瞻性的企业,政府可以通过加大研发

补助、税收优惠和专项基金等资金支持,降低企

业技术攻坚的财务压力。 还可以搭建产学研合

作平台,推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协同创新,提
升企业技术攻坚效率。 对于尚未具备战斗能力

或意愿的企业,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组织管理

培训和技术创新培训等方式,帮助其塑造探索式

惯例并提升技术前瞻性和创新能力。 此外,政府

还可以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设立技术创

新奖励以及提供市场和应用场景支持,营造良好

的创新环境,激励更多企业主动选择战斗策略,
推动整体产业技术升级,增强国家在全球供应链

中的竞争力。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尽管本文

从个体生存反应角度识别了惯例、资源及环境三

个层面的前因条件,但考虑到供应链危机情境下

企业行动策略驱动机制的复杂性,仍可能存在尚

未被纳入分析的重要因素,未来研究可以基于相

关理论和框架对其他前因条件展开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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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文结果适用于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情境,未
来研究可以引入其他供应链危机情境分析企业行

动策略的驱动机制。 最后,前因变量在不同的企

业和行业环境中的衡量方式可能具有差异性,未
来研究可以结合具体行业和企业的特点进一步细

化变量测量方法,以进一步提升研究的普适性和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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